
鲍达民，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趋势
－新型全球化浪潮
   演讲人：鲍达民
请允许我代表麦肯锡公司感谢科博会的组织机构邀请我在此发表演讲，对此我倍感荣幸。

全球经济在过去18个月里经历了重大变化，近期内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我想在此稍作回溯，探讨一下影响世界形势、同时未来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趋势问题。这些趋势将成为有关未来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探讨的宏观背景。 我的发言将分三部分：

1. 塑造未来十年格局的五大宏观趋势

2. 新型全球化浪潮

3. 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与启示

1. 五大趋势

    首先我想简单描绘一下正在推动并且会持续推动全球经济体系重组的五大宏观趋势：

a. 全球正在形成“再平衡”格局

b. 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提高生产率势在必行
c. 全球化网络令世界各地高度互联互通
d. 定价机制日趋全球化
e. 政府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a. 全球正在形成“再平衡”格局: 马可波罗来到亚洲时，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几乎占全球GDP的55%。从那之后，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在20世纪早期，亚洲对全球GDP的贡献还不到20%。而今天，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都源自“新兴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在未来十年内将产生约十亿新消费大军，并每周吸收着约130万的城市移民。进入2012年后，亚洲的银行业收入很快就会超过美国；到2014年，非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将占全球石油需求量的一半。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更像是历史常态的回归 ——到2050年，传统的西方经济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达到1700年后的最低点。除非出现重大灾难，否则这种趋势几乎不可逆转，推动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世界人口的发展变化以及城市化浪潮。
b. 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提高生产率势在必行——未来十年中，发达市场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意味着美国70%的GDP增长和西欧100%的增长需源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未来十年将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相似——当时有75%的增长都来自生产率的提升；而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生产率仅贡献了30%的GDP。另外，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来自技术——这既包括对现有技术（如IT和医疗技术）的应用，也包括全新的创新。例如，赛贝斯公司CEO John Chen在我们近期参加的一次论坛中指出，硅谷工人的效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八倍。虽然在新兴市场中，大规模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仍然是巨大的推动力，但大多数市场也会面临同样的人口挑战——本世纪初，亚洲平均有十个工作的成人供养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预计仅将有三个工作的成年人供养一位退休老人。在中国，随着劳动力数量在未来十年内开始下降，这种情况将相对较早出现。到2030年，仅有三名工作的成年人供养一位退休老人，而今天则有九名。
c. 全球化网络令世界各地高度互联互通——全球现在已经通过大量网络彼此连接在一起，这些网络的密集程度和复杂程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所连接的不仅是商品、资本和信息，而且还有理念、技能以及很多其它因素。联通性正在变得无处不在。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50亿人）预计今年将拥有手机，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17亿）可以上网，350亿个物品与“网络世界”相联通。这带来的数据流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到2015年，数据流规模将是2006年总量的五倍。联通性的爆炸式发展也推动了其他流通领域的革命。现在，公司的组织形式横跨全球，通常一个公司会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35个不同的合同制造商来生产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创新也变得无所不在。这不仅对企业界产生影响，还为“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苹果公司的AppStore目前提供15万个以上应用程序，其中很多程序都由非专业人士开发。Youtube每年提供50多亿个视频短片，Facebook拥有3亿多名用户。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处在这个全球网络的核心——去年，因特网就迎来了1.5亿中国新用户。 同时，网络对中国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d. 定价机制日趋全球化 ——未来十年，全球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增加约三分之一；另一方面，资源供应将更多地来自相对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三分之二的绿地铜矿项目和至少三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将来自此类地区），同时也受到监管机制和社会力量的约束。全球食物需求到2050年时将翻番，到2030年时全球可靠的水供应将出现40%以上的缺口。这就增加了变化和动荡的可能，价格的涨落幅度将更大。

e. 政府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各国政府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发达国家，政府必须应对债务激增的问题。众所周知，欧洲各国正在这一问题面前举步维艰；在世界各地，收入两级分化和动荡加剧；而就业竞争只会更加白热化，甚至在欧盟这样的地区，年轻劳动力的失业率已高达20%（在西班牙为40%）。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推进，这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挑战，时也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历史机遇。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必须找到新的组织形式以及新的行事方法。此外，企业也必须充分认识这些挑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医疗成本的激增对食品监管政策的影响。

2. 新型全球化浪潮

上述五大趋势对于世界经济具备深刻的内涵。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化趋势基本可以用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来概括，另外我们还明确界定了所谓的“发达”经济实体和“新兴”经济实体。然而，现在，由于前文提到的宏观趋势的作用，一轮“新型全球化”浪潮已然兴起，并且势头有增无减。新型全球化有三个特征：

1. 贸易中心和枢纽发生深刻变化－作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通道“新丝绸之路”正在出现并迅速发展。从2003年到2008年，从亚洲到拉丁美洲的出口额每年增长25%，而同期亚洲到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出口额仅分别增长11%和6%；在2001年到2007年，亚洲投资者在中东地区所做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每年增长167%；每周从中东飞往亚洲的航班比飞往欧洲的航班还要多，而且这一航班数量在过去5年中增长了3倍；非洲的贸易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90年，非洲有50%以上的贸易都是以欧洲为对象，而到2008年，非洲与亚洲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欧洲。

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内部贸易也呈快速增长势头。从2003年到2008年，在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地区，地区内部贸易的增长率都高于这些地区与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增长率。目前，亚洲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占亚洲总体的一半略高，而在本世纪初期，这一比率不到一半。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还有很多潜力有待挖掘 －比如，新兴市场的管理成本要高10-50%，后勤效率要低25-30%。
同时，创新中心正在转移。新兴国家大幅提高研发投资，推动创新。例如，在过去15年中，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了11倍，印度增长了近500%。随着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壮大和快速增长，中国在电动车、绿色发电等领域有望成为创新的先锋。
2. 超越单纯的人员、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理念、数据、技能和文化等要素的跨国流动也越来越多。比如，从2002到2006年，全球文化市场规模达到1.9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电视、网上媒体、图书和杂志，增速达到了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亚洲再次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些要素的流动有时候是同步的，但有时候也不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流动下降了80%，而跨国数据交换则上升了50％。这种流动的多样性也会促进发展过程中新角色和新模式的产生：尤其是，很多城市在过去致力于成为金融或贸易中心，而未来它们可能会成为创造力中心、创新中心、教育中心、数字中心、绿色中心等。
3. 呈现动荡和政府主导的特点–危机表明了新型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荡，同时也突出了政府需要发挥的适当作用。预计市场将出现持续波动，尤其在能源价格方面– 糖的价格在最近几个月里飞涨到30年来的最高点，之后又骤降30％。贸易流也将呈现不稳定态势，全球性供应链时起时落－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贸易低迷对90％的OECD国家造成了打击。面对这种波动，政府将干预各方面的流动―一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和机构，例如亚洲金融系统；另一方面，积极竞争，吸引就业。

3. 启示

我们目前处于“旧”全球化和“新”全球化之间的转折点。最近发生的危机说明，全球化的未来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坎坷和动荡， 然而我们对其前景终归是充满信心的。因此，我希望描述如何来捕捉这一机遇。
1. 重新考虑工作重心 – 从公司、城市到国家在内的各个组织层级应该在这些变化趋势中保持开放的姿态并随时了解最新情况，同时还要做好准备在挑选优先领域方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变革。 

私营部门需要重新考虑投资机遇。“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欧盟或美国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通常人们不会想到投资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市场中可能酝酿着最大的价值创造机遇。例如，在过去10年中，前5大中东和非洲电信公司的市值增长了9倍，而同期欧洲大型电信运营商的市值缩水了一半。除了探索新市场以外，企业还应考虑资源部署问题。例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在邦加罗尔投资5亿美元建设研发设施，推动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成为在美国没有显著业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在新型全球化时代，新的全球领先企业需要考虑在非传统市场进行合作和投资。

城市需要重新考虑工作重心，尤其是如何推动创新，从而成为21世纪的中心－创新、文化、研发中心等。

2.扫除“新丝绸之路”上的障碍 – “新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大幅推动贸易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私营企业和其它组织的支持。例如：

－统一标准– 包括东盟在内的一些地区正在采取措施，统一标准，而这些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来就是一致的。私营企业和研究机构可以参与到这一进程中 

– 再造基础设施和流程–各国和公司之间对于IT平台进行联合投资，将所有的航运文件进行数字化和翻译。世界上大多数航运企业仍需要传统的纸质文件，在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信息化革命的影子。美国帮助哥斯达黎加升级其海关的IT系统，从而减少了报关的时间和成本。高科技企业将为上述举措提供主要的解决方案支持。

各国之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类似创新对贸易的促进效果会比关税的小额下调好得多。

3. 进一步推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 在推动可持续性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方面需要进行大量投资。例如，预计中国在2010到2030年需要投资2.5万亿元实现碳减排潜力，未来5年内需要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1.3万亿元。政府为了减轻自身负担，需要考虑如何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

例如，为了实现政府环保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可以考虑为实施“绿色安装”的市民提供“绿色积分”，或者为新兴企业提供类似测试实验室等昂贵设备的使用权。政府还可以利用“采购”手段来“创造市场”，在采购政策方面进一步向新供应商开放，成为新产品的早期使用者，同时在购买决策时向可持续性产品倾斜。所有上述举措都可以为私营企业带来显著机遇，鼓励企业进一步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新纪元的初始阶段，需要对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创新的方向必须适应这些全球趋势，同时创新还将对新一轮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道路是坎坷的，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